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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对城市环

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反映了基础设施投入与所产生的城市环境有益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是衡

量运营效果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基于二次目标函数的 DEA交叉效率模型，对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进行

了评价和分析。结果显示，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整体状况并不乐观，特别是一线城市表现很不理想，表明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基于聚类分析的评价结果进一步显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环境效益状况与投入规模间也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表明，除投入结构不合理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过大而致使环境承载能

力相对不足是导致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从短期来看，以具有相似投入规模的高效城市为标杆调整公共基础

设施投入结构，是低效城市改善环境效益的有效举措;从长期来看，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指导合理推进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

国际典型可持续发展城市为标杆优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模式，是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的必然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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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 1979 － 2013 年，中国城市化

率从 19． 99%提高到 53． 73%，平均每年提高约 1 个百分

点，城市人口从 1． 7亿增加到 7． 3 亿，平均每年增加 1 600

万人左右。城市化带来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城市环境状况日

益恶化。《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1979 － 2012 年，城市污水排放量从 163 亿 m3 增长到 417

亿 m3，增长了 1． 6倍。同期，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由2 508

万 t增长到 17 081 万 t，增长了 5． 8倍。环境污染、资源枯

竭等生态软肋严重威胁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的

生存安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生态环境类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运营，对于降低污染、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具有

明显效果。《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1980 － 2012 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 6． 9%

提高到 84． 8%。1991 － 2012 年，城市污水处理率由

14． 9%提高到 84． 3%。可见，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环境

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其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日益

得到认可与重视。因此，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进

行评价与分析，能够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及运营

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有利于缓解城市环境恶化状

况，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开始受到重视，最初的研究关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对环

境产生的影响，即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EIA) ［1］。

国内学者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

究［2 － 3］，并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一些有益成果。但是，

基础设施环境影响评价只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生态

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

的优化和改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城市化高潮的

到来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以改善城市环境为目

的，西方学界开始重视基础设施的生态环境效益，掀起了

“绿色基础设施”研究的热潮［4］。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

明确提出了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的概念［5］，并开始致力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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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且，有部分学者尝试运用价值分

析［6］、经济损益分析［7］、计量经济学模型等［8］方法对基础

设施的环境效益进行定量考察。

已有关于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的定量研究只考虑了特

定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效益，而缺乏对整个基础设施系统

环境效益的全面审视，同时，由于方法的局限性，既有分析

并没有对基础设施环境效益进行投入产出的系统考察。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是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的有效工具，也

有学者尝试运用其对基础设施经济效益进行分析［9］，但尚

未有运用 DEA 方法对基础设施环境效益进行评价的尝

试。本文创新性地将 DEA方法引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

境效益评价研究中，在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系统环境效益

投入产出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全面的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基于二

次目标函数的 DEA交叉效率模型，以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

为样本，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进行全面评价

和分析。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与环境影响评价关注基础设施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

响不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的评价更注重公共基

础设施对城市生态环境产生的有利影响。效益指效果和

利益，其本质是反映一种投入产出的对比关系。观照经济

效益的定义，即资源利用、劳动消耗与所获得的符合社会

需要的劳动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10］，本文将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环境效益定义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部门在运营过

程中，资源利用、劳动消耗与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有益成果

之间的对比关系。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是为城市生产、生活提供基础条件

的永久的、成套的工程构筑、设施、设备［11］及其服务的总

和，包括能源动力设施、水资源和供排水设施、道路交通设

施、邮电通信设施，生态环境设施和防减灾设施等［12 － 13］。

与其他社会生产部门相同，基础设施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

也会对城市环境产生各种影响，比如，土地资源的占用、

“三废”的排放等。但是，与其他部门不同的是，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中的生态环境设施、供排水设施中的污水处理设

施、防减灾设施中的防洪设施等，通过污染治理、绿化、减

小损害等方式对城市环境产生有利作用，导致城市环境的

改善。具体来讲，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对环境的有利影响是

通过两个途径发挥作用的，反映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直

接环境效益和间接环境效益。

( 1)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环境效益。城市生态

环境设施中的垃圾处理设施、园林绿化设施、市容环卫设

施以及水资源和供排水设施中的污水处理设施，能够直接

作用于城市环境，从而对城市环境产生直接的干预。一方

面，垃圾处理设施、市容环卫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通过

对城市垃圾、废水的集中收集和处理，达到降低城市环境

污染、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目的; 另一方面，市容环卫、园

林绿化设施等，通过对城市自然及人工景观的设计、建造、

维护等，增加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实现城市环境的优化和

提高。

( 2)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间接环境效益。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部门通过环境治理及提供其他的环境服务，导致

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部门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成本用于环境治理和改造

活动，而产生的效益却不完全表现为相关基础设施部门的

收入，由环境状况改善而导致的相关社会生产部门生产条

件的改善间接导致了社会总收益的提高。因此，对城市公

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的考察不能只局限于公共基础设施

部门的产出成果，而是要从全社会总收益的角度去衡量。

本文从投入 －产出的角度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环

境效益进行考察，选取的指标力求反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的投入水平及其产生的生态环境有益成果。投入指标包

括垃圾处理设施( x1 ) 、污水处理设施( x2 ) 、市容环卫设施
( x3 ) 、生态环保相关从业人员( x4 ) 和生态环保资金投入
( x5 ) 5项指标，分别用来反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部门用于

环境改善的人、财、物的投入状况。在产出指标方面，本文

充分考虑到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发挥的不同途径，

选取的产出指标既包含能够直接反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部门所产生的环境改善成果的指标，包括垃圾处理成效

( y1 ) 、水处理成效( y2 ) 、园林绿化成效( y3 ) ，又包含能够间

接反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部门所产生的环境保护外部效

应的指标，即全社会总产出( y4 ) 。另外，指标的选取还充

分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适应性等原则。

根据以上原则，本文构建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

益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2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

是一种利用数学规划模型计算具有相同投入和产出的若

干个决策单元( 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 DMU) 相对有效

性的评价方法。DEA 方法问世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和发展，基于不同目标和要素的多种 DEA 模型在处理复

杂的经济管理问题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4］。本文分别运

用基于二次目标函数的对抗型交叉效率模型、友好型交叉

效率模型［15］和中立型交叉效率模型［16］对城市公共基础设

施环境效益进行评价研究，一方面，通过三种 DEA 交叉效

率模型评价结果与传统 CCＲ 模型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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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投入指标
Index of input

产出指标
Index of output

指标
Index

名称
Index name

指标
Index

名称
Index name

垃圾处理设施( x1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厂) 数 垃圾处理成效( y1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污水处理设施( x2 ) 污水处理厂座数 水处理成效( y2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量

市容环卫设施( x3 ) 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数 园林绿化成效( y3 )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生态环境人员投入( x4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数 社会总产出( y4 ) 地区生产总值

生态环境资金投入( x5 ) 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中生态环境投资额

来证明交叉效率模型在评价问题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另

一方面，通过三种交叉效率模型评价结果的相互印证来强

化最终的评价结果的可信性，因为一些实证研究［16 － 17］中

得出的结论显示，三种模型计算的交叉效率值虽然结果不

同，但对于评价次序并无显著影响。

2． 1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样本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全国 35 个大中城

市作为评价单元，利用 35 个城市 2012 年的横截面数据来

考察其环境效益状况。相关指标数据取自《2013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2 年》以及相

关城市 2012 年环境统计公报。

2． 2 评价过程与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 35个大中城市 2012 年相关指标数据，

同时运用三种 DEA交叉效率模型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

境效益状况进行了评价，MATLAB7． 11． 0 软件的分析结果

见表 2。作为对比，表 2中同时给出了用原始 CCＲ模型进

行评价的结果。

2． 2． 1 DEA交叉效率模型与 CCＲ 模型评价结果的对比

分析

如表 2所示，运用 CCＲ 模型所产生的评价结果中出

现了 17 个城市均为 DEA 有效的情况，其他城市表现为
DEA无效。尽管 CCＲ模型的评价结果能够将所有被评价

单元粗略地划分为 DEA有效和非 DEA 有效两个等级，但

对于 DEA 有效的 17 个城市无法显示其相对优劣状况。

与之相比，DEA交叉效率模型的评价结果则很好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由表 2 可知，三组 DEA 交叉效率模型的评

价结果中均不存在 DEA 有效( 即评价值为 1 ) 的单元，即

使是表现最好的城市深圳，其评价结果在任一交叉效率模

型评价中均未达到 1，说明其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比

并非完全有效，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这样的结果更符

合各城市的实际情况。对三组 DEA 交叉效率模型评价结

果的效率值进行比较可见，采用友好型交叉效率模型得到

的各决策单元效率值较高，而采用对抗型交叉效率模型得

到的效率值较低，采用中立性交叉效率模型得到的效率值

介于二者之间，这与前人研究［16 － 17］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一

致的。

另外，通过对各城市 CCＲ 模型效率值与交叉模型效

率值的比较可见，一些在 CCＲ 评价中表现为 DEA 有效的

城市，在交叉评价中的表现并不好，如乌鲁木齐、长春、呼

和浩特，在 CCＲ评价中效率值为 1，而在交叉评价中效率

值均较低，几乎低于平均效率值; 相反，一些在 CCＲ 评价

中为非 DEA有效的城市，在交叉评价中排名却有明显提

升，如合肥、福州。这种情况进一步表明，DEA 交叉效

率评价模型能够很好地修正传统 CCＲ 模型评价结果的

偏差，从而使结果更符合客观现实。因此，本文将采用

DEA 交叉效率模型得到的评价结果作为进一步分析的

依据。

2． 2． 2 三种 DEA交叉效率模型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检验

尽管一些决策单元在三种交叉效率模型评价结果中

的排序是相同的，但仍存在大部分决策单元三种排序不

相同的情况。为科学验证三组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本文

引入 Kendall’s W检验对各决策单元在三组评价结果中

的排序是否具有一致性进行检验。当检验结果中 W 值

越接近 1，P值越小，则表明一致性越显著。对上述三组

评价结果的检验结果显示，W值为 0． 972，χ2 值为 99． 187，

P值为0． 000，由此可以认为三组评价结果存在显著的一

致性。

对三种模型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检验表明，即使不考虑

决策单元间的博弈关系，DEA 交叉效率评价模型仍可给

出有效且可信的评价结果。但另一方面，通过对三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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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评价结果
Tab． 2 Evaluation results on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public infrastructure

城市
City

CCＲ模型
CCＲ model

对抗型交叉效率模型
Aggressive model

友好型交叉效率模型
Benevolent model

中立性交叉效率模型
Neutral model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深圳 1． 000 0 1 0． 764 9 1 0． 965 5 1 0． 965 1 1

广州 1． 000 0 1 0． 709 3 2 0． 894 8 4 0． 890 4 4

济南 1． 000 0 1 0． 683 4 3 0． 907 9 3 0． 890 4 3

郑州 1． 000 0 1 0． 676 3 4 0． 908 7 2 0． 902 8 2

成都 1． 000 0 1 0． 654 9 5 0． 850 9 7 0． 848 9 7

长沙 1． 000 0 1 0． 640 8 6 0． 886 4 5 0． 881 6 5

南宁 1． 000 0 1 0． 628 8 7 0． 871 6 6 0． 852 6 6

杭州 1． 000 0 1 0． 614 0 8 0． 837 8 8 0． 835 3 8

南京 1． 000 0 1 0． 593 4 9 0． 834 7 9 0． 802 5 9

大连 1． 000 0 1 0． 530 3 11 0． 776 6 12 0． 742 6 12

南昌 1． 000 0 1 0． 521 9 12 0． 791 5 11 0． 779 8 10

宁波 1． 000 0 1 0． 519 3 13 0． 752 5 13 0． 719 5 13

西安 1． 000 0 1 0． 494 9 14 0． 737 3 14 0． 688 1 14

沈阳 1． 000 0 1 0． 428 7 20 0． 698 6 16 0． 680 4 15

乌鲁木齐 1． 000 0 1 0． 414 3 24 0． 701 7 15 0． 633 6 20

长春 1． 000 0 1 0． 407 1 26 0． 686 0 18 0． 611 6 22

呼和浩特 1． 000 0 1 0． 397 1 27 0． 678 5 19 0． 646 9 17

合肥 0． 992 5 18 0． 567 3 10 0． 810 7 10 0． 759 9 11

青岛 0． 979 4 19 0． 438 4 17 0． 688 2 17 0． 658 5 16

石家庄 0． 921 3 20 0． 435 1 18 0． 671 3 20 0． 645 9 19

上海 0． 911 5 21 0． 414 6 23 0． 642 9 23 0． 592 3 25

兰州 0． 905 0 22 0． 314 6 32 0． 545 2 30 0． 470 7 31

厦门 0． 875 7 23 0． 423 7 22 0． 634 7 25 0． 601 2 24

昆明 0． 871 1 24 0． 441 3 16 0． 642 3 24 0． 604 0 23

银川 0． 854 7 25 0． 429 2 19 0． 634 3 26 0． 585 1 27

太原 0． 850 1 26 0． 408 6 25 0． 645 5 22 0． 585 1 26

贵阳 0． 837 4 27 0． 389 0 28 0． 573 0 28 0． 540 4 28

福州 0． 807 1 28 0． 470 2 15 0． 664 4 21 0． 646 5 18

武汉 0． 806 1 29 0． 427 2 21 0． 629 3 27 0． 618 8 21

重庆 0． 753 4 30 0． 355 1 29 0． 552 5 29 0． 524 2 29

北京 0． 683 4 31 0． 335 0 30 0． 516 9 31 0． 495 6 30

西宁 0． 663 6 32 0． 270 6 34 0． 424 9 34 0． 377 4 34

天津 0． 639 9 33 0． 291 1 33 0． 442 8 33 0． 405 8 33

哈尔滨 0． 546 0 34 0． 327 4 31 0． 458 4 32 0． 437 0 32

海口 0． 477 7 35 0． 233 9 35 0． 363 0 35 0． 322 4 35

平均值 0． 896 5 — 0． 475 8 — 6 949 — 0． 66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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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效率均值的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 当决策单

元间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策略时，将有助于改善整体的效

率状况。

2． 2． 3 35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比较分析

表 2 的评价结果显示，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

设施环境效益总体状况并不理想，特别是 DEA 交叉效率

模型评价结果显示，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

益的评价均值较低，即使是最为乐观的友好型交叉效率模

型评价结果中效率均值也仅达到 0． 694 9，说明中国 35 个

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且各城市效益状况存在很大差异。进一步，根据三组 DEA

交叉效率模型的评价结果将中国 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

设施环境效益状况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和很差五

种类别，分类依据如下:

设第 i个城市在三组评价结果中的排序分别为 Ai、Bi，

Ci，( i = 1，2，…，n) ，Mi = ( Ai + Bi + Ci ) /3 表示第 i 个城市

三组评价结果排序的均值，则有:

第 i个城市∈

Ⅰ类 优秀 Mi≤5;

Ⅱ类 良好 5 ＜Mi≤10;

Ⅲ类 一般 10 ＜Mi≤20;

Ⅳ类 较差 20 ＜Mi≤30;

Ⅴ类 很差 Mi













＞ 30

尽管对样本的选取已经考虑到城市间的可比性，但是

35个人口规模较具可比性的大中城市在发展水平、发展

模式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为了使各城市间的评价比较

更具合理性和实践价值，本文根据 2014 年最新城市等级

划分结果将 35 个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分类状况列

示于表 3。

如表 3所示，表格中的每一行显示了具有相似发展水

平的若干城市间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的差别状况。具

体来看，5个一线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差异较

大，深圳、广州表现优秀，而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表

现为较差和很差; 二线城市在各类中的分布呈现显著的梭

形，即表现为一般水平的城市数量最多，向两端依次递减，

表现为优秀和很差水平的城市很少; 7 个三线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表现均不理想，全部处于一般及以下

水平。上述情况表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与

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

北京、上海、天津 3个城市评价结果很不乐观，与其发展水

平呈显著的负相关。结合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这 3 个直

辖市的人口规模均达到或接近千万级水平，说明这些城市

承载了过多的发展压力，即使投入大规模基础设施用于环

境治理效果也并不理想。

2． 3 基于聚类分析的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

效益评价结果

CCＲ模型的一个优势在于，其可以通过投影分析，为

非 DEA有效单元转变为 DEA有效单元提供改进方案: 非
DEA有效单元的改进目标是 DEA 有效单元的线性组合。

而交叉效率模型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天然地存在着缺陷，一

个根本原因在于交叉效率模型评价中并不存在完全有效

的决策单元，从而无法为其他决策单元的投影提供一个可

靠的标杆。但是，CCＲ模型的投影分析同样忽略了这样一

个现实，即由于被评价单元在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发展水

平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因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投入规模

也存在很大差异，对于与有效决策单元存在巨大差异的非

有效单元而言，短时间内调整投入规模使其达到有效是不

现实的。对此，一些研究提出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根据投

入指标对被评价单元进行分类，将具有相似投入规模的决

策单元归为一类，每一类中以效率值最高的决策单元作为

其他决策单元调整投入结构的标杆［18 － 19］。

通过对原始数据的观察发现，35 个城市在公共基础

设施投入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将采用聚

类分析方法，首先根据投入指标将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划

分为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水平相当的若干组，将每组中效率

值最高的城市作为该组中其他城市改进公共基础设施环

表 3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分类表
Tab． 3 Classification on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public infrastructure
城市等级
City level

Ⅰ类 优秀
Class Ⅰ excellent

Ⅱ类 良好
Class Ⅱ good

Ⅲ类 一般
Class Ⅲ general

Ⅳ类 较差
Class Ⅳ poor

Ⅴ类 很差
Class Ⅴ terrible

一线城市 深圳、广州 上海 北京、天津

二线发达城市 济南 杭州、南京 大连、宁波、青岛 厦门、重庆

二线中等发达城市 郑州 成都、长沙 西安、沈阳、石家庄、福州 长春、太原、武汉 哈尔滨

二线发展较弱城市 南宁 南昌、合肥 昆明

三线城市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银川、贵阳 兰州、西宁、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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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聚类表
Tab． 4 Cluster analysis result based on input scale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public infrastructure

一组
Class Ⅰ

二组
Class Ⅱ

三组
Class Ⅲ

四组
Class Ⅳ

北京、天津、
上海、广州、
深圳、重庆

沈阳、南京、
青岛、武汉

长春、哈尔滨、
杭州

石家庄、太原、呼和浩
特、大连、宁波、合肥、
福州、厦门、南昌、济
南、郑州、长沙、南宁、
海口、成都、贵阳、昆
明、西安、兰州、西宁、
银川、乌鲁木齐

境效益的标杆城市。表 4列示了 35 个大中城市按公共基
础设施投入规模进行聚类的结果。

由表 4 可知，聚类分析的结果将 35 个大中城市分为
投入规模相异的 4个组，每组中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

益不同的若干城市，为使各组中标杆城市的选择更为直

观，将城市分组及效益评价状况列示如表 5。

由表 5可见，投入规模相似的各组中不同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标杆城市的选择

以及其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传统分析认为，导致决策单元无效的原因可归结为投入规

模与投入结构的扭曲，那么对于投入规模相似的各决策单

元来说，导致其效率差异的最可能原因就必然是投入结构

的不合理。因此，对于相对低效的城市来说，调节公共基

础设施投入结构应能改善其环境效益状况。在第一组中，

深圳、广州、上海、重庆、北京、天津 6个城市的公共基础设
施投入规模相似，而深圳的环境效益要显著优于其他 5 个
城市，在短期内，以重庆为标杆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结构

进行调整将有助于其他 5 个城市环境效益的提高。在第

二组至第四组中，南京、杭州和济南可以被选择为各组的
标杆城市，作为同组中其他城市调整基础设施投入结构、

在短期内改善其环境效益状况的标准。

结合原始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投入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且大致遵循从一线城市

到三线城市递减的规律，表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

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

表 5中的分组评价结果显示，处于投入规模较高组别中的
城市，其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并未明显优于规模较

低组别中的城市。例如，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相

对较高的第一组中，上海、北京、天津、重庆 4 个城市环境
效益状况评价结果很不理想，效率水平低于第二组中的所

有城市以及第三组和第四组中的若干城市; 而在投入规模

相对较小的第四组中，济南、郑州、成都、长沙、南宁 5 个城

市的评价结果要优于第二组和第三组中的所有城市。这

表 5 基于投入规模分组的 35 个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环境效益评价结果

Tab． 5 Evaluation result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一组 Class Ⅰ

城市

对抗型
Aggressive

友好型
Benevolent

中立型
Neural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深圳 0． 764 9 1 0． 965 5 1 0． 965 1 1
广州 0． 709 3 2 0． 894 8 4 0． 890 4 4
上海 0． 414 6 23 0． 642 9 23 0． 592 3 25
重庆 0． 355 1 29 0． 552 5 29 0． 524 2 29
北京 0． 335 30 0． 516 9 31 0． 495 6 30
天津 0． 291 1 33 0． 442 8 33 0． 405 8 33

二组 Class Ⅱ

城市

对抗型
Aggressive

友好型
Benevolent

中立型
Neural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南京 0． 593 4 9 0． 834 7 9 0． 802 5 9
青岛 0． 438 4 17 0． 688 2 17 0． 658 5 16
沈阳 0． 428 7 20 0． 698 6 16 0． 680 4 15
武汉 0． 427 2 21 0． 629 3 27 0． 618 8 21

三组 Class Ⅱ

城市

对抗型
Aggressive

友好型
Benevolent

中立型
Neural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杭州 0． 614 8 0． 837 8 8 0． 835 3 8
长春 0． 407 1 26 0． 686 18 0． 611 6 22
哈尔滨 0． 327 4 31 0． 458 4 32 0． 437 32

四组 Class Ⅱ

城市

对抗型
Aggressive

友好型
Benevolent

中立型
Neural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效率值
Score

排名
Sort

济南 0． 683 4 3 0． 907 9 3 0． 890 4 3
郑州 0． 676 3 4 0． 908 7 2 0． 902 8 2
成都 0． 654 9 5 0． 850 9 7 0． 848 9 7
长沙 0． 640 8 6 0． 886 4 5 0． 881 6 5
南宁 0． 628 8 7 0． 871 6 6 0． 852 6 6
合肥 0． 567 3 10 0． 810 7 10 0． 759 9 11
大连 0． 530 3 11 0． 776 6 12 0． 742 6 12
南昌 0． 521 9 12 0． 791 5 11 0． 779 8 10
宁波 0． 519 3 13 0． 752 5 13 0． 719 5 13
西安 0． 494 9 14 0． 737 3 14 0． 688 1 14
福州 0． 470 2 15 0． 664 4 21 0． 646 5 18
昆明 0． 441 3 16 0． 642 3 24 0． 604 23
石家庄 0． 435 1 18 0． 671 3 20 0． 645 9 19
银川 0． 429 2 19 0． 634 3 26 0． 585 1 27
厦门 0． 423 7 22 0． 634 7 25 0． 601 2 24
乌鲁木齐 0． 414 3 24 0． 701 7 15 0． 633 6 20
太原 0． 408 6 25 0． 645 5 22 0． 585 1 26
呼和浩特 0． 397 1 27 0． 678 5 19 0． 646 9 17
贵阳 0． 389 28 0． 573 28 0． 540 4 28
兰州 0． 314 6 32 0． 545 2 30 0． 470 7 31
西宁 0． 270 6 34 0． 424 9 34 0． 377 4 34
海口 0． 233 9 35 0． 363 35 0． 322 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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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状况表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与投入规模

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从具体城市来看，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相对较大的

北京、上海、天津 3 个一线城市和另一个直辖市重庆的环

境效益状况均不理想，上海、重庆表现为较差，北京和天津

表现为很差，这种状况与一线城市和直辖市的应有功能极

不匹配。而某些投入规模较小的二线城市的公共基础设

施环境效益状况却非常好，如济南、郑州，均表现出优秀水

平。分析可能的原因，我们认为，导致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环境效益低下的原因除投入结构不合理外，最大的原因是

一种功能性的矛盾，表现为产出的相对不足。具体来讲，

对于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其社会经济发展压力

过大，导致环境承载能力相对不足，即使投入大规模的公

共基础设施，也无助于改善其环境状况。对于这些城市，

只有采取功能疏导性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缓解其环境日

益恶化的趋势。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基于不同二次目标函数的 DEA 交叉效率评

价模型对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

进行了评价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DEA 交叉效率评价模型

能够很好地修正传统 CCＲ 模型评价结果的偏差，从而使

结果更符合客观现实; 三种不同二阶段模型的评价结果具

有显著的一致性，表明即使不考虑决策单元间的博弈关

系，DEA交叉效率评价模型仍可给出有效且可信的评价

结果，但当决策单元间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策略时，将有

助于改善整体的效率状况; 35 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环境效益整体状况并不乐观，特别是个别一线城市表现很

差，说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与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基于投入规模的聚

类分析表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并不与投入规模

成正比; 对于具有相似投入规模的城市而言，以标杆城市

为目标调整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结构将有助于环境效益的

提高; 导致城市环境效益低下的最大原因在于功能性矛

盾，即城市环境承载能力的相对不足。基于以上结论，本

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 1) 加大城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与其他城市

公共基础设施相比，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环境的优

化和改善作用是直接且显著的。因此，加强城市生态环境

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城市环境的直接干预，将有助

于提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环境效益。目前我国城市生

态环境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和城市园林绿化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和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技术水平较低，无法实现对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分

类处理和有效循环利用，对于这两类基础设施，需要加大

科技投入，进行改造升级。而对于城市园林绿化设施的建

设则应该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理

念”，实现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规划与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与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对于城市公共基础

设施投入规模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与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

( 2) 强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标杆管理。

标杆管理的实质是寻找同类决策单元中的最佳范例，以此

为基准通过比较、判断、分析，从而找到自我改进的途径和

方法。对于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较差的城市而言，以经

济效益表现较好的城市为标杆，比较各自在城市公共基础

设施投入方面存在的差异，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

将有助于这些城市建立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数量和结构的

调整目标，从而实现对城市环境的改善。考虑到我国城市

间发展不平衡，各城市在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上存在较

大差异，选择与自身投入规模相似且效益状况较好的城市

为标杆，对于效益状况较差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

改进行动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

但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城市

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整体并不乐观，以相对高效的

城市为标杆采取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的改善措施在短

期内是可行且有效的。但从长期考量，国内标杆城市的环

境效益状况并不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的最终目标。

以国际典型可持续发展城市为标杆，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投入规模和结构以及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模式进行深

层次调整，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环境效益状况，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例如，美国的伯

克利和波特兰，北欧的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等城市，通

过改进交通体系、兴建绿色基础设施、实行垃圾分类处理

和能源循环高效利用等措施，实现了城市环境与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典范［20］。

( 3) 推进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中国城市

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环境

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功能性矛盾，越是发达的城市社会

经济活动强度越大，从而远远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即

使是城市规模相当的 35 个大中城市，发展水平差异也很

惊人，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例，2012 年的数据显示，地区生

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海口市的近 25 倍。但是，

对于不同的城市，环境的初始状态并无如此巨大的差异。

因此，越是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越严重且往往

是不可逆的，即使采取再多的补偿措施也不能使环境还原

到初始的承载状态。这种情况下，功能疏导性的措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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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改善城市环境产出相对不足的状况。一种有效的

做法是通过加大对城市周边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力度，使其分担城市的部分承载功能，这是公共基础设施

投入政策调整的必然趋势。同时，这一思想也恰好符合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并且，基础设

施作为城镇发展的基础更应该被置于优先考虑的政策范

畴。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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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the urba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especially the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department，which reflects the

compa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its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article，the DEA cross-efficiency model based on the

quadratic objective function is adopte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35 Chinese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overall state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35 Chinese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s not ideal，and some developed cities perform especially poor，which reflects that there is no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luster analysis

based on input scale shows that，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does not proportional to the input scale else．

In addition to the unreasonable input structure，the relative lack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o the enormous pressur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cause that leads to the low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For cities which

have low efficacy，adjustment of input structure aiming at those cities that have high efficiency and similar input scale can lead to

improvement in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short term． In the long run，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and changing development mode by the examples of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ities are the necessary choices for

all Chinese cities to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DEA cross-efficienc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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